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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百年之大变局”的分析与思考
张蕴岭

摘要：研究百年大变局，需要大局观，把世界与中国两个变局联系起来。百年大变局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影
响最大的主要体现在：力量对比大变局，包括大国间力量对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对比，国家与非
国家行为体对比的巨大变化；发展范式的转变，主要是由传统工业化发展范式向可持续发展范式的转变，

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巨变；新科技革命带来的转变，主要是具有替代特征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发展。中
国是世界大变局的核心要素，其自身，主要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
重新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对世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与世界各国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需要世
界，世界需要中国，两个变局相互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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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在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①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３日，他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
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②在２０１９年的元旦献词
中，他又强调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为何一再提“百年大变局”这个议题？对
于“百年大变局”的含义究竟如何理解？如何把“百年大变局”放在世界与中国的“同步交织、相互激
荡”的视野下进行认识？这些都需要做深入研究。

“百年之大变局”是一个大命题，它涉及的问题很宏大。分析百年大变局，既需要置于一个长时
间跨度，又需要聚焦重要影响的大变化。本文以新千年为基点，梳理上个百年，审视这个百年，即从

１９００年至２０００年的２０世纪，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１００年的２１世纪。在分析方法上，一方面对世界与中
国之变分而观之，另一方面，把世界与中国之变紧密相连，以研究其同步与交织的特征。如今，在全
球化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形势下，世界与中国、中国与世界之间相互联系与互动性前所未有。从这个
意义上说，２１世纪“百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
的良性互动。

一、世界百年之大变局

按照本文的设定，让我们先从两个百年的世界之变进行分析，通过聚焦大事件、大趋势，总结出大
变局的特点、规律和深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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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２０世纪的世界大变局回顾

２０世纪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大变局都是惊心动魄的。影响最
大的莫过于两次世界大战。近代以来，欧洲依托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之变的中心，也是新世界变局
的推动力量，制定了对欧洲和世界发展起重要导向作用的规则和秩序①。但是，由于欧洲力量格局
的变化，基于“国家本位”的新秩序并没有阻止欧洲再次发生战争。２０世纪之初，欧洲列强激烈争
夺，结成相互对立的集团，一场大战终于在１９１４年爆发，许多国家很快卷入战争，成为一场惨烈的
世界大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打了４年，３０多个国家卷入，人力损失以及经
济、社会、文化的损失巨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大国力量格局的结构，但战后建立的“国联”并
没有在阻止新的战争发生方面起到作用，由于势力范围和利益的重新瓜分，反而为未来发生新的对
抗播下了种子②。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国进攻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此次大战先后
有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卷入，遍及世界各大洲，其规模和损失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

１９４５年才结束。
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最重要的力量格局变化是，一再挑起战争的崛起大国德国被彻底打败，借势

强大起来的美国逐步确立了世界领先地位，基本完成了大国力量格局的转换。不过，这种沿袭大国争
夺与战争的传统转换方式，让世界付出了足够大的代价③。
二战后，世界开启了新秩序构建的进程。重要的是，这次构建不同以往，它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

性质。１９４２年１月１日，还在战争未结束的时候，２６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
这奠定了１９４５年联合国成立的基础。１９４４年７月，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Ｔ）相继成立。在联合国框架下还先后成立了１６个
专门机构，涵盖经济、社会、法律、文教和科技等领域。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建立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二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

运动终结了西方列强建立的殖民制度，各国获得了独立，并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
员。鉴于所有国家先后加入了联合国，大多数国家也加入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其他国际组织。由此，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具有世界性特征的国际制度，让世界进入了一个“有管理的新时代”④。
不过，二战后，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对立形成了冷战，让刚刚从世界大战废墟中走出来的世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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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３０年战争（１６１８ １６４８）基础上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被认为奠定了新国际关系体系和国际秩序基础，合约的最基本原
则是确立了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中的国家中心地位。参见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１９ ２５页。

一战后成立的“国联”是第一个世界性政府间组织，成员曾达到５８个，主要职能是通过集体安全、裁军维护世界和平。

但是，由于大国参与消极，难以形成合力，在维护战后秩序上软弱无力，对于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能。参见安德鲁·

玛尔：《世界史》，邢科、汪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７５页。

威廉·科勒指出，１９１４ １９４５年被称之为２０世纪的“３０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经济长足发展，军事极度膨胀”的德
国发起，目的是崛起的德国力图获得欧洲地缘政治统治优势，确立其强权势力。参见威廉·科勒：《２０世纪的世界》，王宝
泉译，北京：群言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页。

联合国的宗旨是以合作的方式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基本原则是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联合国通过所属
机构推动世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由于实行的是“大国治理”（安理会），主要机构是由主导性大国，特别是美国把持，联合
国在管理世界上并非有效。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只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共同的世界秩序观，联合国才能实现其既
定的宗旨。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它缓和不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反而可能将分歧永远确定下来。有关联合国改革的呼声和
诉求一直不断。美国斯坦利基金会提出，联合国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完成使命、与美国的关系、优先重点、改革是否能推
进等。对于这些问题，尽管引发了讨论，但并没有清楚的答案。参见基辛格：《世界秩序》，第３６７页；并参见Ｔｈｅ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ｔｔｐ：／／ｖｐｓ．ｓｔａｎｌｅ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ｕｎ２１／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ｄｅｘ．ｐｈｐ，访
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



陷入分裂与核恐怖的阴影之下①。冷战持续了几十年，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结束。冷战以“非战争”

的方式结束，这使世界获得了“和平红利”。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开始自我膨胀，极力凭
借霸权创建“美国治下的和平”，构建“美式天下”的世界秩序。其结果，激发了新的矛盾，引发了暴恐
势力崛起，让世界陷入新的威胁之中。不过，过度膨胀的霸权野心也不断消耗美国的国力，长此以往，

必然会力不从心，让美国从顶峰上跌落下来。

１９１７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是２０世纪的另一个导致世界格局大变化的事件。这场革命推动
了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大批国家建立了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并且以苏联为首结成了强大的社
会主义“东方集团”。在一个时期内，“东方集团”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综合实力迅速提高，在世界格
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重要的是，共产主义运动创建了与资本主义不同，并且以替代资本主
义为目标的新制度。鉴于此，在二战结束后，苏美反法西斯同盟分裂，陷入两大集团的对抗②。冷战
是两个制度的对抗，尽管冷战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标志结束，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消
亡，历史并没有终结，特别是中国继续沿着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影响力不断
提升③。

２０世纪具有大格局转变意义的大事还有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殖民地国家以不同的斗争方式，

相互支持，推翻了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建造的长达数百年的殖民主义制度④。独立后的民族国家选择
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作为世界新生力量参与国际事务，推动本国的发展。为了开拓有利的国际环境，

打破西方国家主导世界和冷战分裂世界的格局，获得独立的国家做出多种努力，组成“非对抗性”集
团，推动南北、南南合作。正是有了国家独立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才有了如今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
崛起”，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⑤。

当然，在２０世纪影响巨大的大事件中，１９２９年的经济大危机必须提及。那场危机是在世界经济
（主要是欧美经济）发展的高歌声中发生的。未曾预料，其严重程度前所未有，从美国到欧洲，整个工
业化世界陷入空前的大萧条，工厂、银行倒闭，工人失业，就像一场大的浩劫，持续了将近５年的时间。

危机中，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国胡佛总统签署法案，对２０００种进口产品征收高关税，其他国家也仿
效，打起了“关税战”，让危机变得更为严重。尽管危机到１９３３年基本结束，但是，此后几年，世界仍然
笼罩在阴影之中。由于危机的影响，美国、英国都先后宣布终止一战以后建立的金本位制。同时，危
机也促使政府进行改革，从此开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进程。二战后，国际货币、金融、贸易多
边体系的建立显然有着防止那样的大危机再发生的背景，也是对贸易保护主义、金融货币混乱的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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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冷战”是指美苏两个大国没有打起来，但是，正如安德鲁·玛尔所言：“冷战其实并不冷”，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因为阵
营分裂与对抗而发生战争，“地球上几乎没有哪个地方能独善其身”。参见安德鲁·玛尔：《世界史》，第５０９页。

１９４６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反苏反共的“铁幕演说”，美国实行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正式与苏联决裂，也让西方与“东方”

形成对抗。这种对抗实际上是“两种文明之争，两种领导权之争，两种经济模式之争”。参见安德鲁·玛尔：《世界史》，第

５０９页。

美籍学者福山在冷战结束后提出历史终结论，他认为，随着苏联解体，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会是未来世界的唯一选项。事实
证明，他的结论并不正确。参见：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ａｎ，１９９２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ｅｍｏｃｒａｚｉａｐｕｒａ．ａｌｔｅｒｖｉｓｔａ．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５／０１／１９９２－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

５月１７日；安德鲁．玛尔明确指出：“福山确实错了”“宣布西式民主已经在竞争中胜出还为时尚早”。见安德鲁·玛尔：《世
界史》，第４６７页。

从１９４４年到１９８５年，共有９６个国家赢得了独立。
“７７国集团”是１９６４年正式成立的，目前有１３０个成员，其宗旨不是与发达国家对抗，而是旨在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推
进南北合作，建立国际新秩序。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联合国事务中，该集团对于阻止超级大国垄断、推动发展中国家的
发展议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参见：Ｌｙｄｉａ　Ｓｗａｒｔ．Ｔｈｅ　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７７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ｈｔｔｐｓ：／／ｕ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ｕｎ．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ｏｉｃｅ－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ｇｒｏｕｐ－７７ｓ－ｒｏｌｅ－ｕ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

１７日。



正。重要的是，正是有了这些改革和新体系建立，促进了二战后以市场开放、货币金融秩序稳定为主
线的全球化发展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化。尽管世界并不太平，但在新秩序之下，世界进入一个新
的大发展时期。发达国家成为引领经济、科技发展的主动力，同时，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绝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实行开放发展政策，加入国际体系和国际生产分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被称为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有的按人均收入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从而大大改变了
世界经济的大格局。

不过，二战后的大发展是建立在工业革命传统发展方式之上的，体现出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经
济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生产更多的物品，为此，生产规模越大，则使用的不可再生资源的数量越大，其结
果，大规模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过量增加，导致资源枯竭；在对资源的加工利用中，排放废气、废水、

废渣，导致环境污染，作为综合反映，导致气候极端变化。其二，后起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上采取跟进战
略，实行“赶超模式”，由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现有体系，使得传统工业化范式过度膨胀，虽然
实现了快速的赶超，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很大，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突
出，迫使其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

总的来看，２０世纪是世界发展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年代。就百年变局而言，突出特征是，由动荡
到治理。二战以后，尽管有着冷战的对抗，但以全球治理为目标设计的一系列国际机构与体系建立起
来。不过，由于大国利益与战略上的分歧，基于大国合作的国际治理往往失能。特别是，由于美国在
大多数国际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往往以国内法抵制国际规则，从而使得国际体系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和不合理，导致所谓的“治理失信”。

回顾２０世纪变局的历史，就世界秩序而言，最应记取的教训是：其一，大国争权、争霸必然导致大
的冲突和战争；其二，霸权国家推行霸权单边主义，这必然导致对抗，特别是敌对性结盟会引起更大的
冲突；其三，世界需要走出“大国治理”的定式，构建广泛参与、以规则为基础、以包容为框架的新体系；

其四，安全与合作、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永久性主题。
（二）２１世纪的世界大势
回顾以往的百年之变比较容易，因为有史可查，有据可依，而预测百年之变很难，因为未来具有很

大的“不可知性”。面对大变化，人们最为关心的是，未来的世界将会如何？乐观者认为，这个世纪会
走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新秩序；而悲观者则断定，世界可能会重新进入类似１９世纪的大国纷争与战乱；

怀疑论者则提出，未来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世界”①。

虽然进入２１世纪才不到２０年，但世界大变局的一些大趋势已经很明显，它们大都是长期积累的
结果，现在开始显现，并会继续发展，将导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１．力量对比之变
新世纪伊始，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美国突遭恐怖袭击，一架民航客机撞击纽约世贸大楼，顷刻间，大

楼倾塌，大批人员伤亡，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也遭到恐怖袭击。“９·１１”恐袭促使美国发起
世界范围的反恐运动，１０月７日，美国出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美国动员北约及其盟友参与
阿富汗战争，直到２０１４年年底，美国才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不过，至今美军仍留在阿富汗。尽管美
国宣布“反恐”战争结束，但是，恐怖主义势力仍然在一些地区猖獗，美国以反恐为名进行的军事行动
并没有停止。
恐怖主义势力崛起是２１世纪影响巨大的大事件，起因复杂。从直接原因看，与冷战结束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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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２１世纪既不是乌托邦的，也不是反乌托邦的，而是一个充满可能的世纪。他用充满可能
来定位，意味着存在多种可能。因此，他认为，２１世纪不是预先注定的，将是创造的。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８００、８０３页。



霸权膨胀，在世界强行推行“美国式秩序”不无关系。伊拉克战争激化了中东的宗教矛盾，助长了恐怖
主义势力的兴起。专家认为，纽约恐袭是极端势力对美国强制推行“美国式秩序”的一种反抗，也是一
种“警告”，更是一种转变①。

２００８年的次贷危机也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件。危机起于美国，很快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
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迄今仍处在后危机的调整时期。这次危机被认为是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危机
以来的最严重危机，此言并不为过。从直接原因看，２００８年的次贷危机是美国金融本身出了问题，在
自由放任政策下，由于缺乏有效监督，金融衍生产品过度膨胀，导致金融市场发生信贷危机②。但就
世界范围来说，则是经济结构大失衡的结果③。鉴于此，后危机的调整与恢复才变得如此困难。后危
机时期的矛盾增多，标志着全球化和以此为依托的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当前，最令世人关注的是中美关系。特朗普执政后实行“美国优先”战略，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
争对手，从贸易、科技、人才、军事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施压，打出“美国不能输”的口号，这使得
中美关系的对抗性遽然提升。美国这样做的背景是中国的经济、科技、军力快速提升，力量对比发生
大的变化。其实，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一个常态，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永久性高居第一。世界大变局
中最主要的变化是发生在国家力量对比之间，特别是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鉴于大国力量对比变
化所反映的是构成国家综合力量要素的变化，且大国在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演进中起着重大作用，

此类变化往往引起系列反应④。当然，决定大国之间关系的不仅仅是力量的简单对比，还涉及力量的
组成和性质，后者将直接决定各方对力量的感知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敌意便是出于这种对中国力
量不同的组成与性质的拒绝，因为中国的政治治理、价值观等与美国不同。

我们可以把力量对比之变放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下观察。按照综合的预测，２１世纪前五十年最大的
变化是世界力量对比的转变。这里，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观察和分析力量对比的大变化。

其一，自西方开启工业化以后，世界的力量重心向西方转移，从欧洲到美国，组成发达国家集团⑥。
世界由此分为发达国家群体与发展中国家群体。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群体一直是世界力量的重心。然
而，如今，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有了大幅度提升。根据预测，以ＧＤＰ计算，到２０３０年，在经济总量最大的１０
个国家中，４个是发展中国家，前３个国家中（中、美、印），２个是发展中国家。到２０５０年，经济总量最大
的前１０个国家中５个是发展中国家，前３个国家仍然是中、美、印三国⑦。重要的是，未来拉动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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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吴白乙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综合症”的首发点，可以说是“９·１１事件”。它的标志性意义是秩序开始
变化。见吴白乙：《“９·１１事件”及其影响》，《东亚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１辑，第１３页。郑永年也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９·１１”事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是并非任何一个个别事件所能显示的。见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
的重塑》，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页。

关于２００８年美国次贷危机源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信用扩张和信贷市场失控的分析结论，参见殷剑锋、王增武：《分配差
距扩大、信用扩张和金融危机———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基于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美国与东亚之间形成了“危险的平衡”，前者依靠的是以信贷为支撑的大规模消费，后者依靠的
是以低成本为支撑的大规模生产。２００８年的危机是这种“平衡”的破裂。特朗普上台执政后试图通过提高关税，吸引生产
回流的方式重建美国制造业，难以取得预想的效果。问题在于，在全球化时代，经济交往与相互依赖深化，绝大多数公司
都参与了国际分工网络，美国以“断网”的方式重塑美国优势，必然伤及美国自身。美国经济学家斯提芬．罗奇指出，美国
所谓贸易问题是自己造成的，把问题与美国宏观经济大背景割裂开来，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参见《美对中国发难是一个严
重的错误》，《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７日，转引自《参考消息》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９日，第１４版。

历史上，大国力量转变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往往生成战争；二是主
导性或者霸权性大国地位确立，按照其意志构建国际关系与秩序。

此类分析参见肖河、徐奇渊：《国际秩序互动视角下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属于东方的日本学习西方而发展起来，实行帝国扩张与争霸，结果被打败，二战后再次崛起，成为与西方为伍的发达国家。西
方发达国家组成“Ｇ７”，以协调的方式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影响。

相关材料来源于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Ｌｉｓｔ＿ｏｆ＿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ｙ＿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ＧＤＰ＿（ｎｏｍｉｎａｌ），访问日期：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



增长的增量部分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群体，这是世界发展近代史上一个重大转变。
经济力量对比的大格局变化，从各个角度来说，影响都是巨大的。在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下，

西方发达国家对世界的发展方式、制度建构，乃至思想文化都起着导向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群体
崛起，其所新体现与力争的不同利益、权益、治理、价值、文化等都需要以适宜的方式体现出来①。
当然，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有些会跃升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群体内差别也很大。但有一点

是肯定的，即他们与传统的西方群体有着很大的不同。鉴于如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加入了一个共处
的国际体系，因此，后起者并不要求推翻以往的体系、制度而“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其调整、改革，以
适应变化的格局。显然，既有体系的不断调整改革应该是一个必然和自然的进程，新体系与规则构建
必须能更好地体现后起者的利益诉求与他们可发挥作用的空间与平台。从这个视角观察，不仅维护
现有体系有着相当的共识基础，推动其调整改革也应该有相当的共识基础。如果从理性的认识出发，
力量对比变化和与此相联系的体系、秩序调整与变化，应该是一个开放与共商的过程，是非对抗性的。
如果是这样，世界就会走出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走向一种包容共处的新文明。不过，国际关系的
非理性特征与任性往往非常突出②。因此，体系与秩序的调整、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作为原有体
系与秩序的主导者，肯定会力图保住自己的利益，因此也可能会发生冲突。而且，这种转变需要很长
的时间。
其二，就大国力量对比而言，上个百年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力量不断提升，由超越英国，打败德国、

日本到苏联解体，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２１世纪上半期，最有可能的变化是中国的综合力量超越
美国，排在前三群组的国家可能是中国、美国、印度，老牌的欧洲国家大多被挤出前５位。从大国结构
角度看，排在前三的国家中，有两个是非西方大国，这无疑是自西方工业化以来最重要的力量格局
转变。
从以往的历史看，力量转换会发生大的动荡、大的战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讲的是守成大国与

新兴大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③。２０世纪上半期，主要是崛起的德国挑战既有秩序，结果引起两次世
界大战；下半期，主要是美苏争霸，发生了长达几十年的冷战。在２１世纪，会发生中国与美国对抗吗？
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的情况下，中国会全面挑战既有秩序，替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吗？这当然是世
人极为关注的大局。中国一再宣称，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争霸、不称霸，做新型大国，但
美国并不会轻易相信。因此，构建新型关系，需要双方对接与契合。其实，在中国有了明确定位的情
况下，关键是美国如何处理。目前，特朗普政府决策者采取了对中国“极限施压”政策，力图阻止中国
国力继续上升，这样，矛盾会激化，发生冲突的风险也会增大④。
力量转换导致现行的霸权衰落，这是个规律。人们对霸权秩序不满意，对大国加剧竞争深表担

心，特别是对“世界无序”充满疑虑。从以往的历史看，大国对抗极易发生战争，而新霸权的确立总需
要经过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特朗普政府打出“美国第一”的旗号，其目的
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一系列战略与政策操作，保住美国的霸权地位，为此不惜打贸易战，退出国际组
织，终止原有的条约，对认定的竞争对手，主要是中国，采取制裁、施压、封堵等一系列措施，这些做法
极具对抗性。面对这样的形势，人们自然会发出疑问，未来会发生类似上个百年的大战吗？世界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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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就像金砖国家，先后多次就改革国际经济体系发表声明，表明立场。它们的崛起必然会对现有的体系结构产生冲击。这方面
的分析参见臧秀玲、王跃：《金砖国家崛起与合作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理论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这方面的分析参见肖河：《国际秩序衰落：概念与度量》，《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有关分析见：Ｂｅｗａｒｅ　ａ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ｒａｐｓ　Ｔｒａｐ，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ｈｔｔｐ：／／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２０１３／０６／ｂｅｗａｒｅ－ｔｈｅ－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
ｔｒａｐ－ｔｒａｐ／，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

正如美国专家布鲁斯·费恩所言，美利坚帝国的正统观念一直在给人民和领导人灌输一种想法，即美国身负神圣的天意
授予的使命，要将世界变得民主自由，要将每一个可能的外部危险扼杀在摇篮中。见布鲁斯·费恩：《衰败前的美利坚帝
国》，牟舣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８８页。



以“非战争方式”走向人类新文明，实现“霸权的终结”呢？这些都是２１世纪绕不开的大议题。
其实，力量转换的最大影响是导向问题。世界未来的发展会是由传统的西方导向转为“非西方导

向”吗？自欧洲工业化以来，主要是西方导向，包括发展范式、价值观、国际关系理论等。所谓“非西方
导向”的含义是什么？会不会改变国际关系中的“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发展起“和合共生”的新关
系呢？

重要的是，分析２１世纪的力量大变局，不能仅仅把目光集中在国家力量上。除了国家力量之外，
还有越来越有影响的“非国家力量行为体”，这包括大公司集团———许多都是“富可敌国”，业务、财富
和人员构成遍布世界；跨国商业网络———超越国家边界，运行于云空间；非政府组织———拥有雄厚的
资金支持和庞大的联系网络；还有极端组织、恐怖组织集团等。在许多情况下，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作
用甚至超过单个国家，包括一些大国。不同的行为体有着不同的行为方式，比如大公司集团，往往通
过市场行为导向影响政策，或者通过利益关系影响政府政策方向；跨国商业网络可以通过其“内部系
统”形成巨大的影响力，甚至推出“准规则”；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有影响力的游说对政府政策导向或
者社会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还有极端势力集团，利用网络进行联络和开展活动，组成国际势力；等
等。这种“非传统国际格局”以多样性存在，其作用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其作
用和影响力不可小视。
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安会）２０１９年２月发布的年度安全报告指出，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版图正发

生剧烈变化，世界秩序可能正在被重塑。“慕安会”会议主席沃尔夫冈·尹申格尔提出，我们这代人似
乎正在经历国际秩序核心部分的重组。据笔者的理解，他所指的“国际秩序核心”显然是指二战后建
立的国际体系，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大格局。他同时还指出：“危机在于，旧世界正在
死亡，而新世界无法诞生，在这个过渡期，各种各样的病态状况就会层出不穷。”①

２．发展范式之变
西方创造了工业化、现代化模式，推动了世界的大发展，让更多的国家步入工业化行列。这种追

赶型现代化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综合性危机，包括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传统
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以生产越来越多的物品为目标，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工业化进程，物品
的生产和对物品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多。事实表明，这种传统发展范式难以为继，出现了“发展范式”的
危机②。
再则，财富的分配也出了大问题。全球化创建了世界市场与国际生产网络，让生产要素在世界范

围流动与布局，由此极大地拓展了经济规模效益，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在一个开放的大市场空
间，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化，也使得许多地区因“没有竞争优势”而变得“空心化”，使许多人甚
至国家被边缘化，从而导致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现实中，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反全球化的势力、民
粹主义势力，以及极端势力也在滋长，甚至形成很强的政治势力，或具有跨国特征的极端势力集团。
如今，世界的相互连接越来越紧密，一些国家、地区以及族群的问题与其他的国家、地区与族群交织，
形成了对世界、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挑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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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瓦雷萨：《世界秩序紊乱开启全球不稳定的新时代》，西班牙《国家报》网站，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６日，转引自《参考消息》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８日，第１版。

正如专家所言，人类不能再沿袭传统的擢取和依赖不可再生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人类需要寻求新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参见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张体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中文版，推荐序。

按照相关理论，范式变化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集聚大量的异常问题；二是有了新的更好的可替代方案。应该说，目前这两
个条件都已经基本具备，不过，还处于早期阶段。比如国际组织、一些政府都提出了“可持续、包容性增长”的思想，但国际
社会仍缺乏共识。这方面的分析参见：Ｌａｕｒｉｅ　Ｌａｙｂｏｕｒｎ－Ｌａｎｇｔｏｎ，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ａｃｏｂｓ．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ｈｔｔｐｓ：／／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ｕ／ｙｅａｒ／２０１８／３／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ｈｉｆｔ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访问日期：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



传统发展范式需要改变，但创建新的发展范式是一个长期进程。西方工业化范式延续数百年，几
乎所有的进步、财富积累、生活方式，及至价值取向等都以其为基础，受到其导向。因此，改变是痛苦
的、艰难的，进程也是渐进的、长时间的。同时，发展范式的转变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即并非完全抛
弃现有的发展范式，而是在现有的发展范式基础上做修正与改进。在对现有发展范式进行改革的过
程中，传统的利益集团会拼力保护旧范式，许多国家或地区也许缺乏创新或者接纳新范式的能力，要
么被旧范式拖累而落后于时代，要么被再次边缘化，进而引起矛盾或者冲突。显然，激进的转变尽管
非常需要，但难以实现目标①。
新发展范式是一个不断蜕变的创新过程。就生产而言，生产的内容不断发生变化，效率不断提

高，向社会的供给不断创新，从而创建基于新范式的可持续发展；就生活方式而言，消费的模式会发生
变化，更少的物品消费，更高的生活质量，从而创建基于人本为基本价值的新理念。２１世纪注定是新
发展范式孕育与成长的百年，重要的是让转变的进程不可逆，逐步取得成效。
分析发展范式之变，不能不涉及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可能是２１世纪最具影响的变局，因为它所

影响的是整个人类的基本生存环境。据皮尤中心的最新调查，在被访问的２万多人中，大多数人把气
候变化作为头等威胁②。据科学家研究，到２１世纪中期，即２０５０年，如果不能控制住温度升高的趋
势，那将是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是长期累积的结果，与传统的生产方式有着极大的关系，也与人类生
活方式有关。有人认为，地球生态系统和地球气候系统可能已经达到甚至突破了重要的临界点，可能
导致不可逆转的变化③。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１９９２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先后有１９６个国家签署了

该公约，一致同意承担责任，采取共同行动，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防止发生危及
人类生存的气候变化。１９９７年，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先后有１８３个国家签署，该议定
书是落实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具体责任与承诺至２０２０年的行动议程。２０１５年底，联合国气候大会通
过《巴黎协定》，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为２０２０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安排。这三个
文件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共同承诺。不过，由于各国利益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落实“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安排并非易事。比如，美国、加拿大本来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后来都先后宣布退出。
美国曾是签署《巴黎协定》的重要推手，但特朗普上任后宣布退出，他甚至明确表示，气候变暖是言过其
实，美国不为减排买单。据认为，特朗普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争得“美国优先”的权力④。
气候变化危及人类生存，防止悲剧发生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和义务。美、加特别是美国的退出，不

仅自己不尽责，而且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事实上，气候极端变化的趋势还在发展，南北极冰川融化、
喜马拉雅山冰川融化等都表明，气候极端化的加剧所造成的综合影响将会进一步凸显，未来的变化令
人们越来越担心。国际社会必须重聚共识，联合国安理会应该把应对气候变化列入议程，毕竟所涉及
的是人类的共同安全。不过，在气候变化的“灰犀牛”冲到面前之前，很多人可能还不相信“人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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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华认为，鉴于各方面的矛盾、利益的非调和性，在现有范式下难以解决人类遇到的危机，必须在发展范式上有“新的、

全面的、根本上的转型”。这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潘家华：《气候变化经济学》（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１１２８页。

相关报道参见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２０１９ ０２ １２／ｄｏｃ－ｉｈｒｆｑｚｋａ５０２８３８９．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

正如潘家华所言，气候变化的风险是没有任何妥协的，它是一种自然存在。全球升温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
系统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见潘家华：《气候变化经济学》（上），第７页。

据分析，特朗普的真实意图是美国政治，他通过退出该议定书力图表明，美国不会让世界告诉美国应该怎么办，如何做应
该由美国说了算。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ｒｕｎｗａｌｄ：Ｗｈｙ　Ｔｒｕｍｐ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Ｐｕｌｌｅｄ　Ｏｕｔ　ｏｆ　Ｐａｒｉ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ｃｏｍ／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ｗｈｙ－ｔｒｕｍｐ－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ｐｕｌｌｅｄ－ｏｕｔ－ｏｆ－ｐａｒｉｓ－２１５２１８，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



真的会发生，也有很多人试图置身之外，逃避承担公共责任。这也许是最令人担心的问题①。

３．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影响

２１世纪，最能改变发展模式、社会状态，甚至政治大格局的也许是正在进行的新科技革命。当前，我
们还处在这场新科技革命的“初级阶段”，以智能化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也被称之为“第四次科技革命”，
会在２１世纪的前半期得到广泛应用②。智能化为中心的技术群与以往不同，它是以创造智能替代人的
智能，甚至改变人的智能为特征，把智能化推广运用到广泛的领域，从而开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境界③。
智能化不仅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率，而且创造更新的生产方式。鉴于此，传统生产方式所存在与积

累的问题也可能会得到缓解，甚至解决。比如，废气排放问题，智能化可能会使得能源利用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等等。从以往的发展看，新的科技革命推动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因此，这场新科技革命的深
入发展会催生新的经济领域、新的经济运行方式，从而使经济与社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对于本文的分析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智能化技术的深入与广泛应用对世界变局所产生的影响。
比如，一方面，智能化发展的优势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向少数国家与公司集团集中，从
而改变现有的竞争格局，形成新的力量格局；另一方面，智能化技术会更需要和更可能打造超国家的
地区性与全球性大网络，从而把更多的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吸纳进网络圈。智能化会以新的形式大力
推进全球化的发展。在物联网时代，公司企业需要构建互联互通的大数据传输网络和参与大网络分
工。在此情况下，国家要发展，政府应采取推动开放、构建合作网络、打造基于区域和全球市场的开放
网络空间的政策。

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发明与利用必然会导致竞争加剧，进而会改变国家间的关系。比如，为争夺
新技术制高点，获取优势，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拥有优势的国家，会对后来者进行技术垄断或者技术
封堵。当前，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正是如此。特朗普总统誓言，美国必须永远保持第一，为此不择手
段地打击其他竞争者，对快速崛起的中国进行技术封堵，对在５Ｇ领域极具竞争力的华为公司实行全
面封杀。美国的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中美关系的高度紧张，甚至对抗④。

再则，以智能化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会带来很多新的挑战，比如，智能化会更多地替代人的工作，
从而造成“去就业化”趋势，智能化技术可能会被“非道德化”利用（包括对改变人类基因技术的滥用，
智能化武器与智能化战争），等等。鉴于智能化技术具有很强的超国家特征，如何凝聚国际共识，制定
具有法律约束的国际规则，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与执法机构，都是２１世纪的新课题⑤。
总的来看，２１世纪的世界大变局是深刻的，带有突破性、转折性和综合性的特征，涉及政治、国际

关系、国际秩序、发展范式、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如今，我们正处在大变局的初始期，对于未
来，还很难描述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似乎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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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联合国所呼吁的，气候变化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我们处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如果现在不采
取大的行动，足以能够改变影响我们生存环境的巨大威胁，如粮食生产、海平面上升、水患等，以后就更困难，所需付出的
代价更大。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ｓｓｕｅｓ－ｄｅｐｔｈ／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

也有的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传统工业化为标志，这次是以互联网和新能源为标志。杰里米·里
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张体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正如里夫金所言，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做生意的方式，而且也改变了我们对政治的思考。……随着步入新的时代，人
们对政治的认知也将发生改变。杰米里·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第１４０１４１页。

当然，“贸易战”、美国对华为的封杀有着更深的战略考虑。正如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所指出的，这绝不仅仅是
贸易冲突，这是涉及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见戴博接受《法兰克福汇报》专访谈话，转引自《参考消息》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

第１０版。

第四次科技革命会导致三个重要的负面影响：一是不平衡加剧，因为财富会更为集中，就业会流向少数精英，在世界范围（国
家间）和国内（阶层间）导致更大的不平衡；二是安全问题，一则是网络的不安全，二则是技术的军事化导致更大的安全威胁；

三是人的身份认同，其中包括技术第一次可以改变人类本身。这方面的分析见：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ａｇｅｎｄａ／２０１６／０１／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９日。



二、大变局中的中国

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上综合力量最强的国家，是东方文明和“天下秩序”的中心。近代，中国衰
落了，面对西方世界的崛起与扩张，无力应对，只好忍辱负重，饱受列强欺凌。新中国的成立终止了中
国的“下行线”，开启了民族复兴的进程。到２０世纪末，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重新列于世界大国之
林，此后，复兴的进程加快。到２０１０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预计到２１世纪中
期，即２０５０年，中国将可在综合实力上居世界首位，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个大变局无论
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意义非凡的。

（一）２０世纪的中国之变
对中国来说，２０世纪既是灾难深重的年代，又是浴火重生的年代。一般认为，中国近代衰落的一

个转折点是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朝不得不签订《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和
割让台湾。若从大变局的中国与世界关联视角看，１９００年也许更有深刻的含义。是年，八国联军打进
北京，清朝统治者仓皇出逃，最后不得不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向列强赔款本息高达９．８亿两白
银（庚子赔款），从而加速了中国的衰落①。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次年建立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
建王朝制度。不过，民国成立并没有为中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反而军阀混战，内乱不止，在日本威逼
之下，不得不签署丧权辱国的“２１条”。此后，内部动荡仍持续②。

１９３１年，日本关东军制造了“９·１８事变”，开始在中国东北扩张，陆续侵占了整个东北三省，建立
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１９３７年，日本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侵略全中国，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
大屠杀。日本侵略占领中国达１４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巨大，财物损失无计其数。

１９４５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本被赶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经历了三年解放战争，
直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实现了稳定，开启了国家重生、重建的新征程。新中国成立
后，中国实现振兴的进程并不顺畅，很快就被卷入冷战的漩涡，１９５０年，中国不得不奋起“抗美援朝”，
出兵朝鲜，虽然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此后，尽管中国不再有外敌入侵的威胁，但外部综合环境并不好。先是被裹挟在冷战的漩涡里，

后与苏联交恶，甚至发展到大对抗，不得不“深挖洞，广积粮”，准备一战；与印度、越南因边界争端发生
战事，等等。同时，自己内部也发生了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悲难，直到中国决定实施改革开放，内
外环境才开始发生巨变。改革开放快速改变了中国，使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实现了发展上的腾飞，
同时也找回了中国失去的尊严，到上个百年末期，中国进入世界强国行列③。
纵观中国上个百年的历史，从衰败到重生，重要的启示是：其一，国之衰，根本在制度落后。当西

方步入工业化时，清朝已是“病入膏肓”，谋图变革的维新运动也被扑灭。推翻帝制，成立民国，曾为中
国走出困境带来希望。但是，此变之后，内乱不止，外患难敌，国之不国。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灾难，中国需要新的变革，建立新制度。新中国的成立正是应运了这样的诉求。其二，新中国成立，结
束内乱，由此才开启了国家主体现代化建设进程。１９７８年的改革开放，所体现的是思想之变、战略之
变和体制之变，从而使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内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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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中国近代的分期，历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这方面的论述参见徐中均：《中国近代史（１６００２０００）：中国的奋斗》，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１６年，第２　３页。本文的观察主要是从上下百年的视角进行分析。

正如专家所指出的，革命与民国并未带来预期的和平与秩序，民国时期较以前经历更多的痛苦与失序。见徐中均：《中国
近代史（１６００２０００）：中国的奋斗》，第３６４页。

２０００年，世界有７个国家的 ＧＤＰ超万亿美元，排名为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中国、意大利。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ｋｕａｉｙｉｌｉｃａｉ．ｃｏｍ／ｓｔａｔｓ／ｇｌｏｂａｌ／ｙｅａｒｌｙ／ｇ＿ｇｄｐ／２０００．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９日。



（二）２１世纪的中国

２１世纪是中国发生巨变的时代。２０００年，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按美元计价，中国的ＧＤＰ
超万亿，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因为它标志着中国重回大国行列①。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这是一个带有转折性意义的变化。中国通过加入 ＷＴＯ大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了加入
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生产分工的步伐，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越
来越大的作用奠定了基础②。

２００８年，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并把它看作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虽然奥运会是一场世界范围的
体育赛事，但它对中国来说却非同一般。通过举办世界盛会，中国不仅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发展成
就，而且向世界表明了要做新型大国的价值观。北京奥运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含义
很清晰，即崛起的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决心为实现世界的和平、和谐与发展做出贡献③。

２００８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很快蔓延成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面对危机，中国发挥了
一个“新兴大国”的积极作用，推出了高达４万亿人民币的综合计划，不仅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
且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走出危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④。

２０１０年，按美元计算的ＧＤＰ，中国超过了日本，这是一个具有大变局意义的变化。近代，日本通
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走工业现代化道路，经济实力快速超越了中国，改变了地区力量对比格局。
然而，这个改变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日本进行军事扩张，与西方大国争霸，侵略中国，力图建立以
其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
二战后，战败的日本很快实现了经济的复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体实力远超中国，到

２０００年，日本的ＧＤＰ还是中国的４倍多。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发展继续高速行进，到２０１０年，经济总
量超过了日本，到２０１８年，已是日本的２．７倍⑤。当然，由于人口规模的因素，按人均计算，中国还远
远落在日本的后面，但就力量格局对比而言，总量因素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
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动员能力。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了明确、具体的规划目标。按照规划，到２１
世纪中期，即２０５０年，中国将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这是一个宏伟的目
标，但并非遥不可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⑥对中国来说，２０５０年还具有另一层特别的含义，即是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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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详细论述见张蕴岭：《中国对外关系４０年：回顾与展望》，《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对中国来说，通过加入 ＷＴＯ，成为多边经济体系的成员，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的平等伙伴，可在其中发挥作用；同时，通过开
放，也让中国对外资更有吸引力。参见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ｈｏｗ：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ＷＴＯ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ｅｄｕ／～ｇｃｈｏｗ／ＷＴＯ．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９日；参与谈判的龙永图
认为，ＷＴＯ对中国的最重要意义是世界贸易的规则，按规则行事。参见龙永图在２０１６年夏季达沃斯会议上的发言，

ｈｔｔｐ：／／ｍｏｎｅｙ．１６３．ｃｏｍ／１６／０７３０／１２／ＢＴ７ＬＡ８３Ｅ００２５５７Ｎ６．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

正如评论所指出，对中国来说，北京奥运会不单单是一个体育盛事，还是一个时代的梦想与荣耀。中国借此展现３０年来
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并向国内外显示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存在感。ｈｔｔｐ：／／８０．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ｃｏｍ／２０１１／１０２１／４２３９．
ｓ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５日。

尽管也有人认为中国对经济的过度刺激，导致了以后的产能过剩，使得高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但当时的稳定作用是非常重
要的。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参见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ｈｔｔｐｓ：／／ｐｉｉｅ．ｃｏ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ｐｒｅｖｉｅｗ／

６２６０／０１ｉｉｅ６２６０．ｐｄｆ，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

２０１８年，中国的ＧＤＰ为１３．４６万亿美元，为日本的２．６５倍，为美国的６６％，接近于日、英、德、法４国的总和。ｈｔｔｐ：／／ｓｈ．

ｑｉｈｏｏ．ｃｏｍ／ｐｃ／９３ｅ６４７ｃ４ｆ２ｅ１４７ｄ６８？ｃｏｔａ＝４＆ｔｊ＿ｕｒｌ＝ｓｏ＿ｒｅｃ＆ｓｉｇｎ＝３６０＿ｅ３９３６９ｄ１＆ｒｅｆｅｒ＿ｓｃｅｎｅ＝ｓｏ＿５５，访问日期：２０１９
年５月５日。

按照“三步走”规划，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２０５０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
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１０２８／ｃ６４０９４－２９６１３６６０．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５日。



和国成立满１００周年，上下两个百年，中国实现由衰落到复兴的伟大转变。由此而言，２１世纪上半期
是实现伟大转变的关键时期。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大视野下来认识。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二者

不可分开。两个变局“相互激荡”，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其发展与转变不仅改变自身，也对世界产生
重大的影响。

１．新发展范式与特色道路
中国发展范式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是一场大的转变，不仅涉及生产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

而且也涉及政治、社会、文化，需要与此相向而行的政治变革、社会转变与文化创新①。就总体而言，
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快速增加，但发展水平还处在由低向高的转变过程，尽管“中等收入陷阱”并非不
可跨越，但财富分配的均衡与合理需要创新方式。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中国走向新发展范式提供了难
得的机遇，需要抓住时机，超越传统经济范式转型的定式，实现“跨越式转型”②。同时，向新发展范式
的转变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是全世界的事，需要各国的协调与合作。这一方面需要创建国际合作机
制，另一方面需要各国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共同参与和承担责任。在这方面，形成国际共识与行动
还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③。
中国作为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大国，其转变的深刻意义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

体现在政治方面。从这方面来说，中国的崛起，不仅体现在非西方大国的经济崛起，也体现在非西方
大国的政治崛起。西方国家坚持西方特色的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中国
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在一个多样性的世界中，不同的政治制度本来应
该、也是可以并存与互鉴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有的西方学者断言西方价值观和政治体制将主
导世界，由此得出了“历史的终结”论断。事实证明，这个论断并不正确。如今，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
的道路，发展了现代化政治构建的理论和实践，并力求把中国长期积累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建设
进程结合起来。在政治构建的过程中，中国将会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如何把握经济社会转变与政治
转变的均衡；如何建立开放包容的政治，把现代、传统与未来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创建多样性世界的政
治共识与协调合作关系；等等。这些既是中国本身发展的探索，也是世界发展的探索，两个方面相辅
相成，相互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影响首先突出地体现自身的发展对世界的作用。比如在经济上，由于中国

人口多，规模大，无论是总量的增减，还是单量的增减，都会对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
的发展成功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在政治上，中国走不同于西方民主制的发展道路，对于多样性世
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也就是说，对那些不愿意或者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国家提供不
同的选择，他们可以学习与借鉴中国的经验，探索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方式。这样，
多样性政治就有了站得住脚的范例和被认可的存在合理性。中国的政治建设是开放性的，是不断进
行改进与改革的。不过，尽管如此，出于政治歧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特色道路还是有
着很强的政治警觉和抵触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需要改变唯我独尊、唯我优越的价值观，在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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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有发展新思路；十七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十九大提出新发展理念，倡导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发展范式转变提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即从工
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这方面的文件与分析参见《中国生态文明年鉴２０１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２０００年开启的联合国新千年发展目标，即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减贫、环境、生态、气候、创新，具有推动新发展范
式转变的重要意义。Ｇ２０作为新时代全球治理的主要机制承担推动落实的重任。但是，迄今落实的行动不尽人意。参见
张春：《Ｇ２０与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国际展望》２０１６年总字第４３期。



局时代，接受世界多样性发展的现实与未来①。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然会推动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包括经济关系与秩序、政治关系与
秩序的调整与变革等。但是，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利益攸关方，尽管不会另起炉灶或者推翻它，但
是却会通过新的倡议或者行动做出新的贡献；作为大国，特别是综合实力居前的大国，必然力争对世
界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或者引领性的作用。在此情况下，即便中国声言不争霸、不称霸，也必然会引起
其他大国，或者利益竞争者的反对与对抗。现在，有的人把中国称为“修正主义者”，其含义很清楚，就
是指中国试图修正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秩序，他们把中国描绘成一个试图推翻西方制度的“百年马
拉松”竞争对手。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认定，中国所要构建的是恢复明朝时期的朝贡体系。这些论
调表明，美国难以接受中国不断提升的力量、影响力和利益诉求②。

２．构建新型国家关系
中国一再宣誓，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走传统大国崛起的老路，积极推动基于不冲突、

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结伙不结盟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冷战结束后，面对复杂的国际
局势，中国大力推动伙伴关系的构建，与世界各国先后建立了各具特色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基本
特征是寻求共同利益，协商合作，结伴不结盟，是冷战结束后，面对极具对抗性的国际形势，中国推动
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一个创新，也是中国推动冷战后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重要贡献③。我们可以回
顾一下美国的行为。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世界霸权，于是开始大力推动“美国治下的和平”，先后
于１９９１年和２００３年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于１９９９年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于２００１年出兵阿富汗，并一
再威胁要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等等。显然，军事手段成为美国推行霸权的重要选项，在此情况下，中
国推行的伙伴关系建设的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既拓展了中国对外关系的空间，又避免了中国与
美国可能发生的对抗，也同时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型国家关系的“公共产品”。

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最具风险的关系。在大国力量对比转换中，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最
为明显，与美国经济力量的差距不断缩小。据预测，依照目前的趋势，到２０４０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便
可超过美国。中国的超越尽管还是趋势，但已经引起美国的反弹。在奥巴马执政时就开始采取行动，把
应对中国的崛起作为重要战略，推出针对性很强的“重返亚洲”军事部署，打造不包括中国的高标准自贸
区（ＴＰＰ）。特朗普上台执政后，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推出近乎全面封堵中国的措施，在贸易领域
对中国制裁，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设置壁垒④。面对这样的形势，有人认为，“新冷战”已经开始，未来将
是一个大国对抗的时代，甚至不排除发生大战⑤。

如果未来沿着这样的大趋势行进，那将是一场灾难，重复２０世纪战乱的悲剧。不过，也要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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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美国的对外政策思考也因不情愿放弃、改变，有时甚至是重新思考那些适应冷战需要的政策，而深
受困惑。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８５页。实际上，自

１９９０年代，美国关于中国的讨论就热起来，既有崩溃论，也有威胁论。其中，威胁论最甚。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特
色制度的发展，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与政治接受度在降低。有关美国智库关于中国的讨论，参见陶文钊主编：《美国思想库
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基辛格明确指出，中美交往的范围标志着中国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重新确立了重要的角色。中国追求平等的伙伴关系，这
不再是一个弱者不自量力的要求……。参见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８２页。

正如本人撰文指出的，中国以一个新型大国的面目出现，也力图以新型大国的理念付诸行动，让世界看到一个与以往不同
的大国。中国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首先是基于自己发展的需要，也是根植于中国的思想、理念。见张蕴岭、赵梅
主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论与构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页。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受到一个基本认定的导向，即“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规模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
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２０５页。

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新冷战，是一种基于冷战的话语权思维与认定，目的在于制定对付竞争对手的战略。中国必须警惕这
种“话语权陷阱”，坚定发展道路的主体性，占领话语权制高点。见赵庆寺：《“新冷战”话语演化的逻辑与应对策略》，《人民
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下）。



在一个相互交织与依赖的世界，“一损俱损”，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协商谈判的空间很大，似
乎没有一方愿意突破“不冲突”的底线。特别是中国，并不愿意与美国对抗，而是继续坚持开放、合作
的大方向。这样的“非对称性对抗”，也是２０世纪所没有的①。
其实，一个霸权大国不可能永久保持其主导地位，霸权衰落是必然的。历史的经验表明，大国兴

衰的主要原因在内部。在面临新竞争的情况下，虽然美国尽力维护“美国第一”的地位，但从发展的趋
势看，采取单边主义政策，或者对抗的方式，并不能提高其地位，只会加速衰落。从这个视角看，尽管
美国“退群”、让盟友承担更大的责任等，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无奈的调整。但是，一旦退群和失去盟友
的支持，美国不但会失去“道义制高点”，而且还会被“边缘化”，这也是其难以承受的代价。从未来发
展大趋势观察，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肯定会发生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被完全排除在外，新的体
系会具有延续性和包容性。２１世纪上半期，最重要的变化首先是力量格局对比的变化，因此，处理好
新型国家间关系是至关重要的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是具有时
代性意义的。

３．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对中国来说，实现民族复兴，建成现代化强国，是２１世纪最重要的目标。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也

必定会提出自己对未来世界秩序的主张，并为之而付诸实践。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
国就与其他国家一起提出基于新型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７０年代提出了构建国际经济与政
治新秩序的主张，９０年代推动构建新型伙伴关系。进入２１世纪，中国又先后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构建和谐世界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表明中国要为此作出巨大的努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有着深厚的中国思想文化根基。“世界大同、和合共生”体现了中国人对新世界秩序的追求，既
是面向未来的理想，也是基于现实的行动④。重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与百年大变局紧密联
系起来的，被作为中国推动构建国际新秩序的“中国智慧和方案”⑤。

三、结语

“大变局”是２１世纪的主调。就世界格局与秩序而言，最大的变局是由西方主导到非西方主导的
转变⑥。尽管我们对非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与秩序还很难说得非常清楚，但我们必须为这个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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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国学者把“相互依赖”定义为“需要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是有道理的。破坏相互依赖的基础，自己也要付出代价。比
如，特朗普政府对华为公司的封杀、对中国总体的战略围堵，也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这会割断已经建立起来的“复
合相互依赖”的商业和人员网络。关于他们的理论分析，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９　１０、２６１页。

有的学者认为，２１世纪的主要特征是权力中心转移，而非国际体系的变化。这方面的分析见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
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８６页。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
往新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１０２８／ｃ６４０９４－２９６１３６６０－１４．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

大同思想出自于孔子《礼记．礼运》，康有为写过《大同书》，孙中山把实现世界大同作为理想目标。也许“命运共同体”的英
文翻译“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更能让外国人理解。把它直译过来，就是共创未来的共同体。

参见王永贵、黄婷：《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打造世界新秩序提供中国智慧》，《红旗文稿》２０１９年第９期。

需要指出的是，非西方主导不是意味着把西方排除在秩序体系外，而是意味着改变只有一方主导的格局。



做好准备，并且确保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①。基辛格在他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明确表示，当今时代的
目标必须是约束战祸，实现平衡，而且必须在历史的激流中完成这一使命②。的确，确保２１世纪之变
是和平的、发展的和安全的，应是世界各国应对大变局的基本共识和共同责任。就中国而言，既是大
变局的主体，也是大变局的客体。作为主体，中国自身会经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巨变，成为世界
综合实力最强的现代化国家；作为客体，中国会努力推动现行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调整与改革。因
此，中国必须担当好两个角色，把握好变化的大局，让世界变局与中国变局能够实现良性互动，这既是
挑战，也是责任。毕竟，以往还没有一个崛起的大国这样做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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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便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和多文明的。但是，他所认定的是，由于来自不同的
文明，会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５，７页。

见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４９０页。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
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１０２８／ｃ６４０９４－２９６１３６６０－５．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


